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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空间立法及其研究的晚近发展
                                               赵海峰[1]
 

摘要：本文简析了各国空间立法的状况和在空间商业化等因素的激励下各国空间立法大量增加的发展趋势，并评述了国外对国内空间立法研究的若干值得我国空间法学界注意的动向，包括对国内空间立法基本要素的研究，对各国空间立法进行协调的研究，以及各国空间立法示范法的拟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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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briefly analys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space legislation, and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the national space legislations in order to adap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outer space activities. The author provides also some comments on several projects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including the research on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national space legislations, the research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space legislations, and the project 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l draft law on national space activities, etc. 

Key words: space legislations, research, trends

Titl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National Space Legislations and their Research

 

                                一、各国空间立法状况和发展趋势
 

      在国际空间法领域，《外空条约》、《责任公约》、《登记公约》、《宇航员协定》和《月球协定》等五大空间法条约是最重要的空间法渊源。而国内空间立法对于成员国履行条约义务，实施国际空间条约的相关规定，规制国内非政府实体的空间活动和空间行为，促进空间事业尤其是空间商业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外空条约》第6条要求成员国批准和持续监督本国在外层空间的国内活动（尤其是非政府实体的空间活动）。《外空条约》第7条和《责任公约》还规定，成员国作为发射国应当对其国家的空间活动对另一缔约国或其自然人和法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即使这些活动是由非政府实体造成的。这也是各国除了履行其义务之外，为了自我保护，[2]也有必要通过立法对其国家的各种空间活动加以规制和不断地监督的原因。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以利于空间商业化的发展是不少国家开展国内空间立法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外空条约》等虽然要求各国政府对其国内的非政府实体的空间活动加以批准和监督，但条约对于私营空间实体的活动规范则并没有涉及，需要国内立法加以补充。而且，在国际外空立法目前处于停滞的情况下，国内空间立法变得更加必要而且更为直接和有效。[3]
      联合国大会2004年通过的有关发射国的决议中，要求各国加强国内立法，以更好地实施国际条约义务。联合国外空委从2002年起几乎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区召开空间法讲习班，以传播外空法的知识，促进各国对外层空间进行立法。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在其最近几年的年度会议上，也积极安排交流有关国内空间立法的意见和信息。尤其是在法律小组委员会的框架下，已经建立了一个工作组，以审查国内空间立法的现状。

      当说明的是，本文所称的国内空间立法（也有人称之为国内航天立法），主要是指有关国家制定的履行国际条约的义务，规范空间活动的国内立法，即规定空间活动的批准与许可、对空间活动的监督、空间活动引起损害的责任和赔偿以及空间物体登记制度等内容的立法。空间立法从立法形式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综合空间立法和单行空间立法。综合空间立法以俄罗斯、法国等国家的立法为代表，单行空间立法的典范则是美国等国家的立法。同时，在立法的层次上，也有不同的层级。既有法律层级的，也有行政法规甚至部门规章层级的。有的国家还形成了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所组成的空间法律体系。如《法国空间法活动法》通过之后，已经又通过了若干实施法令。日本既在2008年通过了总括性和原则性的《宇宙空间基本法》，同时也在积极起草规定具体空间制度的《空间活动法》的立法。

      随着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人类空间时代的来临，各国的国内空间立法即开始启动，其中美国走在最前列，早在1958年就通过了《国家航空航天法》，建立了美国航空航天局。这一立法比《外空条约》的通过还早9年。两个最早的航天大国美国和俄罗斯的空间立法均比较先进，其中美国是国内空间立法最早、通过一系列的规制不同的外空领域活动的的法律和法规而形成全面的空间法律体系的国家，其法律体系非常全面和成熟，规范了几乎所有的空间探索和开发领域。[4]而俄罗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通过的空间活动法是综合空间立法的典范，它通过一个一般性的法律框架规定空间活动的组织、各部门的职责和有关空间活动的主要制度，而并不涉及具体的空间活动内容。俄罗斯的空间活动法1993年通过以后几经修改，日益完善。[5]与此同时，俄罗斯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还通过了单行法规。俄罗斯与空间活动有关的立法已达30项。 

      除了美俄两个航天大国之外，欧洲和亚太国家对空间立法也相对比较重视，而且在近期都获得了重要的进展。一个明显的规律是，凡是完成了空间立法的国家，也大多是国际空间条约的缔约国。同时，绝大多数空间活动能力较强的国家均通过了国内空间立法，但印度是例外。欧洲若干国家较早就了通过国内空间立法，欧洲通过空间立法的国家比较多，最近几年发展也比较快。主要有早期的挪威、瑞典、英国，近期的比利时、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进展是航天大国法国于2008年通过了《空间活动法》，而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空间立法正在准备之中。亚太国家通过空间立法的有中国（包括香港地区）、乌克兰、韩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其重要的新进展是日本于2008年通过了《空间基本法》，同时，正在积极筹备《空间活动法》的立法。中国原有的空间立法层次低，而且不成体系，各方正在呼吁起草一个全面的空间立法。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也正在筹备空间立法。除此之外，在非洲和美洲，南非、阿根廷和巴西也通过了相关的空间立法。上述国家的空间立法中，瑞典的空间立法极为简单，其规定仅仅3条。

      上述立法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随着全球化的渗透和空间商业化的发展，本世纪开始的10年间空间立法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10年间通过空间立法的国家数量与上世纪近50年通过空间立法的国家的数量基本相同。[6]而且，重要的空间大国如法国和日本2008年通过的空间立法，尤其令人瞩目。法国的《法国空间活动法》源于满足国内空间商业化的需求，而日本的《空间基本法》则除了推动国内空间商业化的发展，还意在建立国内空间管理和协调的新的机构框架，开放空间的军事利用。

 

                              二、对国内空间立法的研究情况与动向
 

      首先值得注意到是，对于国内空间立法的研究，在理论上做得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是Julian Hermida所著的Legal Basis for a National Space Legislation（《国内空间立法的法律基础》）一书。该书2004年由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出版发行。该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是国际法律框架，主要研究了有关国家责任和赔偿责任、批准与监督和登记等制度；第二章简要介绍了10个国家的国家法律框架，包括国家对国际法的适用、相关国家国内空间立法的性质、责任与赔偿责任、对批准和监督制度的实施，对登记义务的实施等；第三章研究了阿根廷的空间法律与政策；第四章是结论和建议。除了此专著以外，对于国内空间立法的研究，还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尤其是国际空间法学会每年出版的国际空间法研讨会论文集，几十年来刊登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几个空间法有关的学术刊物，如美国的Journal of Space Law, 德国的German Journal of Air and Space Law等也刊登了不少有关的学术论文。另外，据了解麦吉尔大学Ram Jahku教授近期还主编了一本各国空间立法的新书，将很快出版。而且，《各国国内空间法律规制》在麦吉尔大学航空和空间法研究所也是一门独立的课程。中国在准备空间立法的过程中，由国防科工委牵头，也做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其成果《各国空间立法比较研究》具有较高的水平。

      其次是对国内空间立法主要内容或者要素的研究。我国学者李滨在研究国内空间立法的要素方面，提出了管理、授权、登记、保护、责任和促进等6个方面的内容。[7]其中的“管理”更多的是从建立主管机构的角度所做的概括，“保护”和“促进”的相关规定中，既有法律的因素，也有政策的特征，而授权、登记和责任是国内空间立法的主要制度。应当特别注意的还有由德国科隆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所和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联合组织的研究项目《2001项目“外层空间商业利用的法律框架”》下设的国家空间立法工作组对国内空间立法要素所作的研究。由学术机构、相关部委和机构，以及工业界组成的该工作组经过对国际空间法整体和各国空间法的比较研究，并经过2000年12月召开的研讨会的讨论，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对国内空间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并提出了一个有关国家空间立法核心内容的结论。他们认为，国内空间立法中，以下五个基石（ “building blocks”）是核心内容，包括（1）空间活动的批准；（2）空间活动的监督；（3）空间物体的登记；（4）赔偿规则；（5）其他规则。[8] 对于上述结论，课题组在联合国外空委和欧空局的相关部门做了介绍和讨论，并认为国内空间立法的基石理论可以作为现行国内空间立法和现有的国内空间立法草案的指导，也有利于在国内空间立法方面的国际协调，并避免未来“选择许可”（licence-shopping）事项的发生。[9]
      再次是对有关各国空间法律规定的协调的讨论。在同样由德国科隆大学航空和空间法研究所与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联合主持的研究项目“2001 Plus，21世纪之处航空和空间法面临的全球与欧洲挑战”中，有关“国内空间立法之基石”的工作得以继续，并于2004年在柏林召开了一个主题为“迈向欧洲国家空间立法的协调路径”的研讨会。约60位来自政府机构、空间局、工业界和大学的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并对“国内空间立法之基石”中应当加以欧洲协调的部分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10] 经过讨论，课题组认为，国内空间立法中，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各国差异较大，可能导致航天工业被提供最优法律环境的国家所吸引，出现“方便旗”和“选择许可”（licence shopping）现象，从而导致不正当竞争。而且个别国家可能由此修改相关法律规定，降低标准，以吸引航天投资。所以，有必要对各国（至少是欧洲国家）的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进行协调，以使航天工业界在不同的国家所面临的规定是相似的。包括：（1）批准空间活动的行政程序的期限和费用等；（2）批准空间活动的技术性的安全评价要求；（3）责任事项（赔偿的国家对直接造成损失的行为予以追偿的可能性）；（4）第三方责任强制保险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应当在欧洲范围内进行协调。课题组并且提出了协调的办法，即除了不同国家间的磋商和协调之外，在最大限度上，可以通过签署政府间协定对不同国家的空间立法进行协调。[11]
      最后值得关注的进展是有关国内空间立法示范法的研究和制定。这一工作是由国际法协会空间法委员会所推进的。国际法协会空间法委员会在空间法的研究方面极有特点，就是其对于现行国际空间法发展的系统推动。在该委员会的工作中，不仅对空间法的重大前沿问题进行积极研究，而且起草了不少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书草案，如空间争端解决条约草案、空间碎片法律条约草案等等，并将有关研究成果或草案提交相关的联合国主管机构，如外空委等，寻求推动相关立法的进展。在为其即将召开的2010年海牙会议的报告草稿中，由空间法委员会总报告员Stephan Hobe教授起草的国家空间立法示范法草稿已经登出。Stephan Hobe教授是德国科隆大学航空和空间法研究所所长，参与和协调了上述两个重大研究课题，可以说国家空间立法示范法与上述研究中的协调立法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在其起草的由9个条文组成的示范法草案中，也体现了“国家空间立法之基石”的结论，以及上述国家空间立法协调的思想。当然，这种示范法是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其作用是给予各相关国家在起草其国内空间立法时参考和考虑。国内立法示范法最初的9条草稿中，包括了以下内容：第1条，对私人空间活动的要求；第2条，许可证的内容；第3条，许可证的转让；第4条，保险；第5条，登记；第6条，监督；第7条，环境评价；第8条，赔偿；第九条，争端解决。[12]该草案将在国际法协会空间法委员会会议中进行讨论和修改。

      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神速，载人航天、探月、卫星运用、运载能力等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在引领国际合作方面以亚太空间合作组织为突出成果，也令他国钦羡。但中国的空间立法却相当落后，在法国和日本2008年分别推出空间立法以后，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中国空间立法的必要性，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和官员等的了解和认可。[13]近期，我国空间立法的推进出现了两个新的情况，一个情况是国内空间法的官方主管单位似乎不太明朗。在前国家国防科工委存在期间，国防科工委对于空间立法十分重视，牵头发布和起草了若干空间法律规范和草案，如《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和《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等若干航天方面的部门规章，《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审批办理程序》等，以及《空间活动管理条例》草案，并修改了若干稿。但是，国防科工委取消而成为隶属于工信部的国家国防科工局以后，主管空间立法的部门似乎不是十分明确了。而且，以前由国防科工委通过或者国防科工委与外交部共同发布的《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管理办法》和《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的适用性和适当的修订等等，都没有见到明确的决定出台。另一种动向是对于空间（航天）立法的呼吁和推动仍在积极进行。除了学者和相关部门的人员之外，最近几乎每年在全国人大或政协会议上，都不断有要求加强空间立法的议案和呼吁，2010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所提交的立法议案还附有相关的航天（空间）法草案文本。同时，航天部门老领导也一直在有效地促进航天立法的进程。[14]这十分令人鼓舞。

      我国在未来航天（空间）立法的过程中，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善采适当的方式，落实国际条约的义务，规制空间商业活动的发展，促进我国空间事业的蓬勃前进。同时，我们也应当对于各国空间立法的最近动态和外国与国际层面对于国内空间法的研究密切关注，以取他山之石，为我所用。

      本文刊于《国际法研究》第四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284-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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